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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嘗試比較兩個發展程度類似且都被視作是東亞生產性福利體

制的臺灣與韓國，解釋為何在民主化後韓國為何能夠相對順利且快速

地進行社會投資的轉型，而臺灣為何不行。不同於 Bonoli的理論觀
點，本文嘗試將三個因素納入分析，壓縮現代性、制度結構遺緒和偶

發事件。本文假設兩國民主化後在面臨壓縮現代性時，都以建立和再

制度化傳統社會保障體系以解決舊社會風險和爭取政治支持；然而，

兩者卻在社會投資轉型過程中，因為不同的歷史制度結構遺緒的限制

下，有著不同的步調。臺灣在國家財稅能力和改革能力受到限制的

情況下，政治行動者在面臨新社會風險時無法有效地將社會支出導引

至積極性社會政策。相反地，韓國未成熟的社會保障體以及 1997年
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國家有充裕的財政空間和改革的機會之窗，

能夠讓政治行動者利用積極性社會政策回應新社會風險以及爭取女

性和其他弱勢族群的支持。結果即是韓國目前是逐漸朝向「生產性

（productive）－保障性（protective）」的方向，而臺灣則是著重於保
障性社會政策。

關鍵詞：臺灣、南韓、生產性福利體制、社會投資、制度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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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從生產性到社會投資

過去二、三十年來，以工業社會為基礎的歐洲福利國家在後工

業社會結構中，無法有效地因應結構變遷所帶來的新社會風險（new 
social risks）1，因而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於 21世紀初提出「社會投資
（social investment）」的觀點，並且在歐盟的帶動下，社會投資政
策理念逐漸滲入歐洲福利國家改革的原則（Bonoli, 2013; Hemerijck, 
2013; Morel et al., 2012a）。雖然改革步調不一，歐洲福利國家已逐
漸地改變其以往著重於現金給付的所得保障政策，而逐漸著重因應

新社會風險結構而興起的積極性社會政策（active social policy），也
就是家庭政策和積極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因
為政策具有投資性效果，如促進生育率和（女性）勞動參與等，達

成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平衡（Bonoli, 2013; Esping-Andersen, 2002; 
Hemerijck, 2013; Morel et al., 2012a）。因此，歐洲福利國家在削減或
是維持所得保障政策支出的同時，也逐漸增加在積極性社會政策的

支出，而使得「所得保障政策／積極性社會政策支出的相對比例（I/
A比例）」2逐漸下降，此過程即是社會投資轉型（Bonoli, 2013; Morel 
1 新社會風險的興起主要是因為後工業社會的結構性轉型而導致社會風險結構與

本質的改變。如低薪服務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大量增加（Wren, 2013），以及女性大量
進入勞動市場，進而改變傳統男性養家的家庭結構模式（male-breadwinner model）
（Bonoli, 2006; Esping-Andersen, 2009）。因此後工業社會與以往工業社會的社會風險
結構已然不同，包括如家庭成員無法有效地調和工作與家庭責任、低薪工作、單親

家庭和低工作技術等因素，往往會造成家庭或是個人容易落入貧窮的困境。
2 我們主要根據 Vandenbroucke and Vleminckx（2011）對社會支出類型的區分為基
準。他們將社會支出分為主要處理舊社會風險的政策和處理新社會風險的政策。處

理舊社會風險的政策包括疾病與健康、身心障礙、遺族、老年、職業傷害和失業；

而處理新社會風險的政策主要包括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和家庭政策。此一分類方式，

基本上，與Morel et al.（2012b）的分類一致。我們根據此一分類，將處理舊社會
風險的政策稱作所得保障政策，而處理新社會風險的稱為積極性社會政策。藉此，

我們將社會支出結構以「所得保障政策」和「積極性社會政策」支出的相對比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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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2a; Nikolai, 2012）。圖 1可以見到在 1980年代到 2000年期
間，丹麥、瑞典、英國和德國與法國，I/A比例呈現下降的趨勢，特
別是瑞典和丹麥被視為社會投資福利國家典範，其下降的趨勢更為

明顯；不過從 2000年之後，這些福利國家的數值或多或少有些許波
動，但是呈現穩定。日本與義大利則是呈現下降的趨勢，但其比例依

然維持較高的情況。

東亞福利國家在過去二、三十年來也因為民主化的壓力和社會經

濟結構的結構性轉變，而開啟一系列的福利改革措施。但是，不同於

歐洲福利國家轉型形態，東亞福利國家在轉型過程中有兩點特殊性。

第一，過去制度遺緒上的差異。過去東亞福利國家被歸納為「生產性

福利國家」（productivist welfare state），因為特別強調促進勞動商品化
和經濟發展的政策 3；而歐洲福利國家的興起主要在於解決工業社會中

的舊社會風險，因此特別強調所得保障政策。第二，不同於歐洲國家

的去工業化過程是長期的過程，東亞福利國家在福利體系的建構過程

中，面臨一個所謂的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困境，使
其同時面臨多重的政治與經濟結構性轉型，包括後工業化、政治民主

化、經濟自由化和人口轉型等（Chang, 2010; Whittaker et al., 2010）。

現，比例越高，表示福利國家的政策核心在於所得保障政策；比例越低就表示國家

政策核心更為著重於積極性社會政策。而此一「I/A比例」，逐漸降低的過程即是福
利國家逐漸地將所得保障政策的支出轉移到積極性社會政策，此一轉型過程即是社

會投資轉型過程（Bonoli, 2013; Morel et al., 2012a; Nikolai, 2012）。
3 東亞生產性福利國家的制度性源起，主要在於在工業化發展初期，國家為了縮小

與先進工業福利國家的差距，而必須將其財政資源有效地集中於促進和維持勞動商

品化的政策領域，如教育、健康和經濟投資等（Holliday, 2000; Rudra, 2008）；因為
在前工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過程中，當勞動商品化尚未廣泛時，解決因勞動商

品化所興起的舊社會風險（old social risks）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福利
政策並無太大的意義（Gough, 2004）。因此其社會政策領域多集中於促進和維持勞動
商品化的教育和健康政策，而缺乏去商品化的所得保障體系，更遑論積極性社會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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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東亞福利國家在 1990年代之後開始面臨後工業化和
人口結構轉變的結構性轉型，但是不同於歐洲福利國家在轉型過程中

強調將政策核心逐漸地從去商品化的所得保障政策轉移到促進人力與

社會投資的積極性社會政策，東亞福利國家轉型則是在建構與再制度

化既有的所得保障體系的同時，也必須開始建構因應新社會風險的積

極性社會政策。民主化後，國家必須有效地回應社會性需求，以解決

從工業社會結構所衍生的舊社會風險，因此首要目標在於社會保險體

系的建構與重構（如年金改革、失業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康保險體系

的普及化）（Peng and Wong, 2008; Wong, 2004）。但是在 1997年亞洲
金融風暴以及少子化問題的嚴重性逐漸被社會大眾意識到之後，東

亞福利國家對積極性社會政策的重視開始逐漸增加（Fleckenstein and 
Lee, 2014, 2017; Lee and Baek, 2014）。

此一特殊性使得東亞福利國家在建構傳統社會保障體系之際，同

時也須思考積極性社會政策作為回應新社會風險的政策。然而，這裡

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與問題。西方文獻認為屬於同一種福利體制

的國家，受到其既有制度遺緒（institutional legacies）的影響，其後
工業化以及其社會政策體系回應新社會風險的路徑與模式往往會是

類似的（Beramendi et al., 2015; Bonoli, 2007, 2013; Esping-Andersen, 
1999; Wren, 2013）。而臺灣與韓國兩個傳統上屬於所謂的生產性福利
國家、且其工業化與去工業化程度時機與程度類似，但是圖 1呈現
OECD國家與臺灣和韓國福利國家轉型上的差異。從 1990年代末期
開始，韓國逐漸地從以往單純著重於所得保障政策的社會支出結構，

轉變成為同時著重於所得保障和積極性社會政策的支出結構，其 I/A
比例已經接近兩個社會投資福利國家典範—丹麥和瑞典；然而，臺灣

的所得保障政策和積極性社會政策支出比例依然維持相對較高的比

例。為何積極性社會政策會逐漸地成為韓國福利國家的政策核心呢？

或者應該說，為何韓國能夠逐漸地將社會支出從所得保障政策引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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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社會政策呢？反之，為何臺灣無法有效地將社會支出從所得保

障政策轉移到積極性社會政策呢？臺灣與韓國福利國家轉型過程為何

有不同的模式與路徑呢？應該如何解釋兩者之間的差異呢？本文即是

嘗試解答這些研究問題。

圖 1　OECD國家與臺灣和韓國所得保障政策與積極性社會政策支出的相對比例
（1995-2012）

資料來源：臺灣的資料來自於行政院主計處（2010） 4；韓國的資料則是來自於 OECD
（2016）。

4 資料出自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的《社會安全統計專區》。然，社會安

全統計自 2010年起已不再續編。

台灣 韓國

日本

丹麥

荷蘭

法國

瑞典

德國

英國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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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嘗試指出從歐洲福利國家轉型經驗出發的理論觀點（Bonoli, 
2007, 2013），在解釋東亞福利國家的轉型時，忽略了三個面向。第
一，東亞福利國家的壓縮現代性，使其必須在短時間內處理舊社會風

險和新社會風險；第二，忽略制度結構遺緒的影響；第三，偶發性事

件，如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福利改革的影響。本文假設臺灣
與韓國在民主化之後，受到既有福利體系的制度遺緒影響，其邁向社

會投資福利國家的改革進程與路徑有所不同。臺灣在民主化之後，受

限於民主化的壓力以及既有福利體系的影響，使其著重於所得保障體

系，但是卻使得國家無法有效地將有限的財政資源從所得保障政策轉

往積極性社會政策。韓國面臨民主化壓力時，由於其企業主義的福利

體系，再加上金融危機作為促發其福利刪減的基礎，使得韓國政府有

較寬裕的財政資源能夠發展積極性社會政策。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探討。首先將會從 Bonoli
（2007）的理論架構出發，但是我們會說明他的理論為何無法解釋臺
灣與韓國兩個去工業化程度與時間點類似的國家，為何在轉型為社會

投資福利國家時步調不一。緊接著，我們會提出一個以制度主義為基

礎的理論架構，以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第三和第四部分，將分別針

對臺灣與韓國進行比較分析。最後則是結論。

貳、文獻探討與分析架構－時間？還是制度結構？

傳統「工業福利國家」理論觀點在於解釋福利國家如何回應資本

主義中勞動商品化所帶來的風險，因此多強調福利國家中的去商品化

功能。然而，社會投資福利國家則是興起於後工業化轉型過程中，

所著重是如何因應後工業化過程中所衍生的新社會風險結構，以及強

調福利國家如何作為促進經濟效率的工具。因此，無法以傳統工業福

利國家的理論觀點解釋當代福利國家的社會投資轉型。Bonol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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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的理論觀點即是著眼於此，嘗試解釋為何有些福利國家能夠將
社會支出從所得保障政策轉移到積極性社會政策。但是，本文指出

Bonoli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架構，所側重的是歐洲福利國家改革的經
驗，東亞福利國家的特殊性並沒有被關照。因此，本文嘗試在此部份

探討「壓縮現代性」、「制度結構性差異」和「偶發性事件」在解釋東

亞福利國家轉型的跨國差異的重要性。

一、後工業化「時間」如何解釋社會投資轉型

延續傳統功能論的觀點 5，Bonoli（2007）認為傳統為了因應舊社
會風險而建立的所得保障體系無法有效地回應後工業化轉型過程中所

產生的新社會風險，而使得福利國家必須進行相對應的福利改革。

因此，歐洲福利國家開始一連串的福利改革，將社會支出逐漸地從所

得保障政策轉移至積極性社會政策（Bonoli, 2013; Hemerijck, 2013）。
而福利國家重構過程中，西方各國的步調並不一致。北歐福利國家從

1970年代開始就建立廣泛的積極性社會政策，使得其福利體系能夠
有效地因應新社會風險；接下來是自由主義福利國家在 1980和 1990
年代開始逐漸建立積極性社會政策體系；歐陸保守主義福利國家則是

在此一轉型過程中較為緩慢，要一直到 1990年代甚至 2000年代之後
才開始著重於積極性社會政策的建構；而南歐福利國家，則是更為

緩慢（Bonoli, 2013; Hemerijck, 2013）。為何在轉型步調上有此一差異
呢？而此即是 Bonoli（2007）的主要研究問題。

Bonoli（2007）認為造成此一轉型步調有所差異的主要原因是
在於後工業化速度不一所造成。後工業化較早的國家，如北歐福利

5 功能論，包括工業主義邏輯（the logic of industrialism）以及現代化理論，認為傳
統福利國家的興起主要是為了解決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中，因為勞動商品化以

及家庭型態改變所帶來的社會風險，因而建立現代的社會保障體系（Flora and Alber, 
1981; Wilensky,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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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新社會風險的結構化造成新的社會需求，同時在所得保障體

系尚未成熟之際，新社會風險的風險群體（特別是女性）可以和左

翼政黨和工會形成政治聯盟以爭取積極性社會政策的建立。但後工

業化較晚的國家，如歐陸和南歐福利國家體系，由於其所得保障體

系已然成熟，而形成抵抗既有制度的削減和變遷的政策既得利益者

（policy beneficiaries）（Pierson, 1994）；因此新社會風險的風險群體爭
取積極性社會政策時必須面對既得利益者的抵抗與反對，且他們往往

是去組織化的，無法如傳統工會組織化地在政治領域中爭取福利政策

（Beramendi et al., 2015）。在此一政治權力不平衡以及人口結構高齡
化的情況下，政治人物為獲得選舉勝利，往往會傾向維持既有的所得

保障政策。因此這些福利國家在調適過程中常面臨政治困境，而無法

順利發展積極性社會政策。簡單地說，Bonoli（2007）的理論觀點即
是認為福利國家能否順利調適後工業社會結構轉型的跨國差異，最主

要的因素即是後工業化的時間點。

根據 Bonoli的觀點，同屬於東亞生產性福利體制的臺灣與韓
國，在具有類似的後工業化進程的條件下，應會在相近時間開展積極

性社會政策以及具有類似的積極性社會政策結構。為了說明此一論

點的問題，我們以 Bonoli （2007: 513）針對 OECD國家後工業化發展
的時機所作的表格為主，並加入三個東亞福利國家（見表 1）。表 1
中，Bonoli將瑞典當作主要的參照國家。表 1顯示北歐福利國家與自
由主義福利國家是後工業化發展較早的國家；相較與此，歐陸保守主

義相對較晚，而南歐福利國家更晚。東亞福利國家中，發展程度最高

的日本也是後工業化發展最早的國家；而臺灣與韓國約莫在 1990年
代中後期才達到 1970年瑞典的水準。表 1亦顯示北歐福利國家的女
性就業率在 1970年代就達到 58%；自由主義福利國家則多在 1980年
代中期之後；而歐陸與南歐福利國家則更晚。而日本在 2005年時才
達到瑞典 1970年的水準，但臺灣與韓國都至今未達到瑞典 197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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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2015年時，臺灣女性就業率僅為 48.99%；韓國則是在 2014年
時為 54.9%。表 1同時顯示各國 I/A比例。可以發現北歐福利國家是
明顯低於其他福利體制，顯示其對積極性社會政策的重視；自由主義

福利國家中，英國與澳洲呈現相對較低的情況，但美國和加拿大則是

相對較高；而歐陸保守主義福利國家則是介於南歐和北歐福利國家之

間。

單從後工業化進程很難解釋臺灣與韓國為何在建構積極性社會政

策有所差異，也就是為何韓國的 I/A比例是遠低於臺灣呢？第一，從
服務業比例而言，臺灣與韓國都在 1990年中後期才達到瑞典 1970年
的水準，因此難以斷定韓國後工業化較早，所以才能順利開展積極

性社會政策 6。其次，從表 1也許可以說臺灣與韓國發展積極性社會政
策的差異是來自於女性就業率的差別，即便兩國至今都未達到瑞典

1970年的水準。這主要是因為必須透過家庭政策協助女性在工作與
家庭之間取得平衡，因此女性就業顯示社會對積極性社會政策的需求

（Bonoli, 2013）。但是，女性就業率也可能是社會投資政策的結果。
事實上，韓國的積極性社會政策的開展主要是因為 1997年之後連續
兩任左翼政府，而女性就業率也是在此段時期大幅增加，此一現象可

能是因為積極性社會政策發展的結果（Lee and Baek, 2014）。因此，
難以說明女性就業率與積極性社會政策之間的因果關係。

6 事實上，這一點如果把日本納入的話，會更難以立足。因為雖然日本後工業化發

展（服務業比例和女性就業率）較早，但是一般都認為韓國在開展積極性社會政策

以處理新社會風險的步調是早於日本的（Estévez-Abe and Kim, 2014; Fleckenstein and 
Lee, 2014; Pe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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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ECD主要國家與東亞福利國家後工業化的時機

服務業比例（%） 女性就業率（%） 所得保障政策／積極性

社會政策支出（2011）
基準 -瑞典 1970年 54 58 4.37
北歐福利國家

瑞典 1970 1970 4.37
丹麥 -- 1971 3.53
挪威 1972 -- 4.73
芬蘭 1983 1982 5.37
自由主義福利國家

英國 1975 1988 3.82
美國 <1970 1984 20.84（2012）
加拿大 <1970 1987 8.95（2012）
澳洲 <1970 1995 4.83（2012）
保守主義福利國家

德國 1986 2000 7.32
法國 1978 2003 6.75
荷蘭 <1975 1998 6.91
比利時 1975 >2014 6.61
奧地利 1988 1994 6.96
南歐福利國家

義大利 1985 >2014 13.35
西班牙 1989 >2014 10.60
葡萄牙 1992 1998 12.36
東亞福利國家

日本 1981 2005 13.48
韓國 1995 2014（54.9%） 5.0（2012）
臺灣 1999 >2015（48.99%） 14.42（2009）

資料來源： Bonoli（2007）；OECD（2016）；臺灣的部分取自勞動部（2016a, 2016b）。

簡單地說，單從後工業化發展程度和時間點是不足以解釋臺灣與

韓國在積極性社會政策方面的差異。主要是因為 Bonoli的理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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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解釋積極性社會政策發展的跨國差異是建立在三個基本前提上。第

一，進展緩慢的現代化進程；第二，體制與制度遺緒對於形塑後工業

化進程以及建構積極性社會政策回應新社會風險的路徑與模式是具有

決定性的影響；第三，類似的體制結構與制度遺緒面臨後工業化時，

將會面對相似的社會需求與政治壓力。然而，這三個基本前提在臺灣

與韓國的比較中是可被挑戰的。底下詳細說明。

二、分析架構：將「制度結構」帶回分析中

Bonoli的理論觀點的主要前提是西方福利國家的現代化是緩慢進
展的過程。在 19世紀末的工業化時期陸續建立所得保障體系以因應
舊社會風險（Flora and Alber, 1981）；1970年代之後，面臨後工業化
時而開始發展積極性社會政策（Bonoli, 2007）。在緩慢進展的現代化
過程中，西方福利國家可以在不同的時期建立起不同的社會政策體

系。因此，在後工業化時期中，面臨人口和全球化壓力之際，西方福

利國家削減所得保障政策支出；同時引進積極性社會政策以回應新社

會風險 （Bonoli, 2012, 2013; Lynch, 2006; Pierson, 1994）。
東亞福利國家的現代化過程是被壓縮的（Whittaker et al., 

2010）。後進發展過程中，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促進勞動商品化
的政策體系以達成工業化和經濟追趕（economic catch-up）的目標
（Gough, 2004; Rudra, 2008）。因此東亞福利國家在工業化時期並無
建立廣泛的所得保障體系，而是強調教育和健康政策（Gough, 2004; 
Holliday, 2000; Rudra, 2008）。1980年代中後期之後，東亞福利國家
同時面臨政治民主化、經濟全球化、後工業化和人口結構轉型，民主

政治的壓力迫使國家積極回應社會需求，而造成國家必須同時建構所

得保障政策以及積極性社會政策，以解決新、舊社會風險。這意味著

其政治策略的主要邏輯是建立在爭取選票的基礎上，不論是透過所得

保障或是積極性社會政策。這一點與歐洲福利國家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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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時建構所得保障政策和積極性社會政策也面臨著財政資

源競爭的問題。在有限的財政資源下，國家與政治行動者如何決定透

過何種社會政策體系作為爭取政治信用的策略，則是取決於其行動者

之間的權力結構以及互動關係與策略，以及政治行動者所意識到的社

會需求為何（Bonoli, 2012）。譬如當傳統勞工團體的權力較強時，再
加上社會大眾意識到建構所得保障體系是相對較為急迫的時候，那麼

政黨可能會傾向以所得保障體系為優先；反之，當社會大眾意識到少

子化或是失業率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時，再加上青年和女性逐漸成

為決定選舉中勝負的主要關鍵時，那麼政黨可能會傾向以積極性社會

政策，作為爭取選票的政治策略。

而行動者之間的權力結構與策略互動關係，是取決於過去的制度

遺緒。過去以新制度主義研究已指出過去的制度結構如何影響與限制

行動者的政策偏好與選擇（Beramendi et al., 2015; Lynch, 2006; Myles 
and Pierson, 2001; Pierson, 1994; Wren, 2013）。如 Lynch（2006）就指
出福利國家體系的所得保障體系是以社會保險為原則時，社會支出將

集中於所得保障體系上，並形成既得利益團體反對福利改革，而無法

有效地將財政資源轉移至積極型社會政策，如義大利；相反地，荷蘭

普及式的社會政策體系，再加上強制性的企業年金體系，使得荷蘭能

夠社會支出轉至積極性社會政策。因此，在理解與分析臺灣與韓國的

福利國家改革與轉型時，即需要考慮其制度結構遺緒的差異。

過去文獻都將臺灣與韓國視為生產主義福利體制（Holliday, 
2000），但是兩國的年金體系卻有明顯差異（Yeh, 2014a）。臺灣年金
體系主要是建立在 1950年代，係以公共年金體系為主，包括軍公教
和勞工保險體系。雖然早期涵蓋率相當有限，但是制度化時間相對較

早，而使年金制度相對較為成熟。相反地，韓國雖然引進公共年金

體系給予軍人和公部門勞工，但是對於私部門人員則是以企業年金

為主，亦即勞基法所規定的退職金，一直到 1988年才引進國民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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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以保障受雇者（Yeh, 2014a; Yi, 2007）。制度的差異也體現在社
會支出結構上。第一，臺灣的社會支出明顯高於韓國。在 1980年代
前期，臺灣的社會支出在 1980年時為 11.23%，而在 1985年則升為
16.24%；同期，韓國的社會支出在 1980年和 1985年時分別為 7.57%
和 7.09%（見附圖 1）。且隨著公共年金體系的制度成熟，使得臺灣的
社會支出呈現逐年上揚的情況，韓國則是無明顯改變。其次，年金體

系的制度差異也反映在其社會支出結構上。在 1980年代前期時，臺
灣有將近 40-50%的社會支出是針對退休金給付上（Yeh, 2014b）；而
在缺乏公共年金體系的情況下，韓國的社會支出則是有 50-60%的社
會支出是投入在社會救助體系（Shin, 2003: 93）。
臺灣與南韓福利體系的制度差異也意味著兩國之間在進入民主

化時期之後的財政能力是不同的。西方福利國家轉型實際上是資源

重新配置的過程：削減所得保障體系，同時擴張積極性社會政策

（Beramendi et al., 2015）。同樣地，雖然邏輯不盡相同，但是臺灣與
韓國在面臨壓縮現代性時，政治行動者同樣面臨著如何配置其財政資

源以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當國家投入相對較少的財政資源於所得保

障體系時，特別是以救助體系和企業福利為主，國家財政資源即能投

入積極性社會政策，其政治阻力也相對較為薄弱。韓國在民主化之後

雖然馬上引進國民年金給予受雇勞工，但是制度尚未成熟，因此國家

財政能力較為寬裕，同時也使得政治行動者能夠在 1997年之後，能
夠著重於積極性社會政策作為獲取最大政治利益的政策工具。

最 後，Bonoli（2007, 2013） 的 理 論 觀 點 忽 略 偶 發 事 件
（contingences）對制度結構的衝擊，這是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理論核心之一（Pierson, 2004）。每個國家即便都
面臨同樣的結構轉型，但是所經歷的偶發事件是不同的，特別是外部

的經濟危機，而不同的偶發事件會影響政治行動者的偏好與行動策

略，而影響制度變遷。韓國在 1997年時所面臨的亞洲金融危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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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金大中總統開始著重於「生產性福利」（Productive Welfare）（Choi 
et al., 2015; Kim, 2008）；但此危機卻沒有對臺灣造成如韓國一般的嚴
重衝擊。因此分析過程中必須將不同國家所面臨的偶發事件納入，因

為偶發事件可能會對制度結構造成重大影響。

圖 2為本文的分析架構。本文的基本假設，第一，不同於西方福
利國家的社會投資轉型的政治邏輯，東亞福利國家面臨「壓縮現代

性」所產生的（新與舊）社會風險（結構需求），且在政治民主化的

壓力下（政治壓力），使得政治行動者必須回應社會需求而開展所得

保障和積極性社會政策。第二，其轉型過程與結果的差異，也就是為

何兩國之間開展積極性社會政策的步調以及能力是不一致的，而這取

決於「制度結構遺緒」的差異。因為制度結構遺緒不僅會影響行動者

的偏好與策略，同時也會限制行動者的改革與國家財政能力，亦即影

響福利國家改革的政治過程。且制度改革過程中，都會進一步地形成

政策回饋而再結構化制度結構。第三，作為外部衝擊的「偶發性事

件」（如 1997年金融危機）不僅會影響結構性需求，同時也會改變政
治行動者進行福利改革與回應結構性需求的動能。

圖 2　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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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文假設臺灣戰後所建立的公共所得保障體系造成族群分

化及限縮國家財政能力，使民主化後政治行動者藉由建構與再制度化

所得保障體系（國民年金和各類津貼）爭取政治支持，但卻進一步限

縮國家財政能力以及改革能力；因此，在 2000年之後，行動者意識
到積極性社會政策可作為解決失業和少子化問題以及獲取政治利益的

政策工具，被限縮的國家財政能力以及所得保障體系所形成的既得利

益者，導致臺灣無法透過改革將財政資源配置到積極性社會政策。相

反地，韓國的所得保障體系是建立在企業主義上，雖然民主化之後引

進國民年金，但由於制度未成熟，使得其國家財政能力和改革能力相

對較好；同時在 1997年時的亞洲金融危機，更是進一步削弱支持所
得保障體系的既得利益者的力量，使得韓國在 2000年之後能夠逐漸
地擴展積極性社會政策。

本研究主要採取「比較歷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分析臺灣與韓國在民主化後的福利國家轉型。主要分為兩
個時期，不過臺灣與韓國在歷史轉折點上有所不同，因此臺灣的主要

分界點為民進黨執政，韓國則是以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金大中
當選總統作為分界點。本研究主要採用社會支出佔 GDP的比例為比
較基準，並且根據 OECD對不同社會支出類別的定義進行分解。此
種方式的優點在於透過分解社會支出結構，可以了解一個國家所著重

的政策核心為何（Castles, 2008）。因此，藉由對臺灣與韓國社會支出
結構的比較，可以讓我們了解兩個國家所著重的政策核心為何；同時

在圖 1部分以 I/A比例說明一個國家是否逐漸地將社會支出從所得保
障移轉到積極性社會政策。除了針對社會支出結構的比較之外，為了

進行比較歷史分析，資料來源主要是以歷史文獻為主，包括政府文件

和新聞等，同時也會借重相關的二手文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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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社會投資轉型的困境

1980年代中後期之後，臺灣面臨壓縮現代性（結構需求），加上
民主化，使得政治行動者必須回應社會需求以解決新、舊社會風險。

但是受限於既有的制度結構遺緒和政治利益的考量，使得行動者首先

透過所得保障的建構與再制度化爭取政治利益，但是卻強化既有以所

得保障體系為主的福利體系。2000年之後，雖然行動者意識到經濟
危機和高齡少子化，也嘗試著開辦積極性社會政策，但卻因制度結構

和財政能力的限制而無法有效的將社會支出轉往積極性社會政策。

一、壓縮現代性和制度遺緒─所得保障體系的再制度化

（1986~2000）

臺灣的所得保障體系是以社會保險為基礎原則。戰後，各項社會

保險體系紛紛建立作為社會控制的政策工具，進而維持其統治基礎，

包括勞工保險及涵蓋軍公教人員的社會保險體系，但涵蓋人口群是以

外省籍為主（林萬億，2012；傅立葉，1993）。同時臺灣經濟結構是
以出口導向的中小企業為主，而此對臺灣福利體系有兩點意涵。第

一，在出口導向發展策略下，為避免對中小企業產生過重的勞動成

本，所得保障體系是採取漸進主義的方式逐漸地擴張其涵蓋人口（葉

崇揚、陳盈方，2013）；第二，臺灣出口導向發展策略是以稅收優惠
政策促進中小企業出口貿易（Cheng, 1990），但也使得稅收體系受到
經濟結構與發展策略的結構性限制。因此，臺灣福利國家體系的主

要制度結構遺緒即是「受到經濟結構限制的稅收體系」和「制度化

的社會保險體系」。從附圖 1以及表 2可以發現此一情況下，臺灣的
社會支出佔總政府支出的比例遠高於韓國，在 1980年代初期時，約
莫 11.2%-16.2%之間，且其中有 40%-50%的社會支出是挹注在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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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上 7。同時，1980年代開始，臺灣稅收能力是逐漸下降的（見附表
1）。
在既有制度遺緒的結構限制下，1980年代中後期之後，臺灣開

始面臨一連串的社會經濟與人口結構的變遷（壓縮現代性），再加上

政治民主化使得政治行動者必須回應社會需求以解決社會風險（Peng 
and Wong, 2008; Wong, 2004; 林國明，2003；葉崇揚、陳盈方，
2013）。因此，臺灣福利國家面臨一個困境：一方面，企圖透過所得
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再制度化，回應社會需求以爭取政治支持；另一方

面，此一政治策略不僅強化了所得保障體系的支持基礎，從而限制行

動者的改革能力，也弱化其財政基礎，使臺灣無法從著重於所得保障

的福利體系轉變成為著重積極性社會政策的社會投資福利國家。

既有所得保障體系的主要涵蓋人口為國營與黨營企業和大型企業

勞工和軍公教人員，在此一制度遺緒下，對於民進黨而言，反而是結

構性政治機會。民主化之後，民進黨的策略是建立所得保障制度給過

去被排除的人口群（以臺灣本土籍為主的農民和中小企業勞工等），

以回應社會需求和爭取政治支持。同時，國民黨作為執政黨也提出

相對應的政策方案，以維持其執政基礎與政治支持（林國明，2003；
葉崇揚、陳盈方，2013）。因此，包括 1980年代末期的健康保險和
1990年代初期興起的老人津貼和國民年金議題，都是在此一背景下
興起的，因為對政治行動者而言，健康保險和老人津貼都是立即且直

接使民眾受惠的政策。在此一背景下，所得保障體系進一步被強化與

再制度化，包括 1989年農民健康保險以及 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以
及 1990年代之後，中央和地方政府紛紛開辦各式老年津貼，如老農
福利津貼和中低收入戶老人津貼。

相對之下，積極性社會政策並無明顯擴張，即便各項社會運動在

民主化之後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1990年代初期，因為經濟結構轉
7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資料（2015），以及作者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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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及全球化的影響，促使國家開辦許多積極勞動市場方案解決失業

問題 8。在面臨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 1999年的 921地震之後（偶
發事件），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重要性開始被凸顯出來（Lue, 2013; 陳
盈方等，2013）9。即便如此，在此一時期，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一直處

於低度發展，多是零碎性地回應經濟危機，而缺乏整體政策目標。

家庭政策在此一時期亦無明顯進展。臺灣家庭政策的發展主要是

在 1990年代藉由民主化的浪潮，由女權運動帶動而興起的，其核心
論述在於如何透過家庭政策促進性別平等，而非解決高齡少子化的人

口危機（Tsai, 2014; 王淑英、張盈堃，2000）。但是，並沒有獲得太
多的進展（Tsai, 2014; 王舒芸，2014）。這主要是因為此一時期的社
會政策討論核心在於如何建立與再制度化所得保障體系，因為可以快

速爭取政治支持。因此在 2000年前，家庭主義（familialism）依然貫
穿臺灣的家庭政策體系（王舒芸，2014）。
此一時期的福利擴張與改革，主要著重於所得保障體系的建立與

再制度化。附圖 1顯示臺灣的社會支出從 1990年初期之後呈現快速
增長的趨勢，但 2000年後就維持穩定。表 2顯示因為全民健康保險
和年金政策的建立與再制度化，使社會支出多投注在「老年」和「疾

病與健康」。其他的部分，包括積極性社會政策，成長相當有限。換

句話說，臺灣福利國家在 2000年以前的發展是以所得保障體系的建

8 1989年的時候，行政院通過「促進就業安定方案」，即是為了解決失業問題，
包括促進職業訓練以及加強就業服務。1994年為了解決青年就業問題，行政院核定
「促進專上畢業青年就業輔導實施計畫」；1996年時則有「當前勞動供需失衡因應對
策方案」、「當前失業問題因應對策計畫」、「促進失業青年、原住民就業措施」等（林

萬億，2012：608-609）。
9 許多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方案被提出來因應勞動市場情況惡化和 921地震，如「勞
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後來被「就業保險」所取代）、勞委會針對企業關廠而失

業的勞工所制訂的「關廠歇業失業勞工輔導就業獎助」（1997年）、「僱用獎助津貼作
業須知」（1998年）、1999年增列補助雇主僱用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及其他依法被資遣
之失業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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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與再制度化為主，但是此一發展所隱涵的政治意涵，即是制度的既

得利益者的形成與鞏固，進而使得政治行動者不易透過對所得保障體

系進行福利削減，以便將財政資源轉移到積極性社會政策。

表 2　臺灣社會支出結構（占 GDP的比例）（2000-2009）10（單位：%）

項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老年 4.06 4.53 4.74 4.54 4.53 4.96 4.60 4.54 5.92 4.34
遺族 0.26 0.25 0.25 0.24 0.23 0.23 0.22 0.21 0.23 0.23
身心障礙 0.26 0.31 0.26 0.25 0.25 0.28 0.28 0.27 0.29 0.30
疾病與健康 3.07 3.35 3.40 3.56 3.50 3.43 3.39 3.36 3.52 3.79
失業 0.07 0.15 0.18 0.13 0.12 0.14 0.13 0.13 0.15 0.28
家庭政策 0.33 0.34 0.35 0.34 0.36 0.37 0.36 0.37 0.41 0.52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 -- 0.06 0.07 0.07 0.08 0.06 0.06 0.07 0.10
其他 0.45 0.33 0.28 0.25 0.26 0.24 0.22 0.20 0.24 0.36
總和 8.5 9.26 9.52 9.38 9.32 9.73 9.26 9.14 10.83 9.9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0）；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支出的部分取自古允文等
（2016）。

二、邁向社會投資？─被限縮的改革能力與財政結構

（2000∼至今）

2000年後，民進黨獲得總統大選的勝利，開始另一波的福利改
革。雖然面臨經濟危機和高齡少子化的人口危機，使得積極性社會政

策開始發展，但是著重於所得保障政策的福利體系，不僅鞏固制度的

既得利益者，同時也使得其財政能力受到嚴峻的限制，因此壓縮福利

體系轉向以積極性社會政策為主的社會投資福利國家的空間。

從 1990年代後期，在面臨社會經濟和人口多重結構轉型之際

10 此一資料，是主計處根據 OECD社會支出的定義與項目，重新計算與分類臺灣的
社會支出結構與給付總額。也就是說，這是目前臺灣唯一可以與國際比較（OECD）
的資料。但是，很可惜的是主計處並沒有延續此一計畫，因此在 2009年之後的資料
是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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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現代性），政治行動者將所得保障政策和積極性社會政策都視

作為爭取政治支持的政策工具。在 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民進黨提
出「333安家福利專案」11，其中一項即是實施普及式的全國老人津貼

體系（中時電子報，2000a）；以及以積極性社會政策為主的「555安
親照顧方案」（中時電子報，2000b）12；同時也承諾 921地震的重建
（中時電子報，2000c）以及推動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中時電子報，
2000d）。從中可發現在臺灣福利國家轉型過程中，政治行動者將所得
保障和積極性社會政策同時視作爭取政治支持的策略 13。

然而，過去的制度結構遺緒嚴重地限縮國家的財政能力，使得所

得保障政策和積極性社會政策面臨資源競爭的困境。一方面，所得保

障體系的建立與再制度化，使得國家的社會支出大量的投注於所得保

障政策；另一方面，則是臺灣國家的稅收能力從 1990年代被進一步
弱化。1990年代之後，受到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的影響以及後
進國家興起的挑戰，新自由主義策略而使得臺灣的經濟結構更進一步

融入全球競爭市場（薛健吾、林千文，2014），進而削弱國家稅收能
力與基礎。附錄表 1顯示臺灣的稅收逐漸下降，從 1990年的 19.9%
下降到 2000年的 12.6%。然而，積極性社會政策主要依賴一般稅
收。因此，當財政資源被所得保障體系壓縮以及稅收能力被弱化的情

況下，臺灣面臨無法將財政資源轉移到積極性社會政策以回應新社會

風險的政治困境。

11  分別為 65歲以上的公民皆可領取每個月 3,000元的津貼；青年首次優惠貸款
3%；以及 3歲以下兒童免醫療費。
12  555安親照顧方案，包括包括讓專業保母、保育員和幼教老師增加 50% 、婦女照
顧負擔減少 50% 、婦女就業率增加 50%、讓中輟生發生率降低 50% 、以及暴力犯罪
婦女受害比例降 50%。
13  此點是歐洲社會投資轉型有所不同的，歐洲福利國家轉型是透過責難避免（blame-
avoidance）的政治策略削減所得保障政策，同時擴張積極性社會政策來爭取政治支持
（Bonoli, 2007,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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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執政之後，社會政策的政策核心一開始依然著重於所得

保障體系的建構與再制度化。在年金體系方面，包括 2002年的敬老
福利津貼、2008年的國民年金保險和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化；而
在失業給付方面，則是在 2002-2003年於民進黨執政時，進一步通過
「就業保險法」以擴大標的人口群 14。所得保障政策佔社會支出的比

例高，同時也鞏固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行動者在財政與改革能力

被限縮的情況下，無法將社會支出轉往積極性社會政策。

因此，雖然積極性社會政策被視為爭取政治支持的政策工具，

卻是在財政結構被限制的情況下開展起來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方

面，民進黨政府於 2002-2003年通過以工作福利為原則的「就業保
險法」15；且為了解決網絡經濟泡沫化以及兌現協助 921地震重建的選
舉承諾，也開辦強調工作創造和薪資補貼方案（Lue, 2013; 李健鴻，
2015）16。基本上，臺灣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建構主要在於回應經濟危

機，此點與歐洲福利國家無異（Bonoli, 2013）。而此特色在 2008年
國民黨再度執政之後依然如此（陳盈方等，2013），但同時也使臺灣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是處於相對零碎的狀況。此點與韓國的積極性社會

政策是架構在金大中政府的生產性福利主義（productive welfarism）
的概念下是有所不同的。

家庭政策的發展契機主要是來自於國家意識到高齡少子化的人口

14  1999年制訂的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主要是採取附加型的失業所得安全制
度，且在縮小範圍的原則下，能符合請領資格的人口群相當有限，因此部分非自願

性失業者與所得自願性失業者都被排除於適用範圍之外。但是「就業保險法」將涵

蓋範圍擴大至多數非自願性失業（陳盈方等，2013：59-61）。
15  《就業保險法》中除了失業給付之外，也涵蓋積極性勞動市場措施，包括職業訓練

和就業服務。此種三合一的服務模式，即是失業者領取給付的同時，也被要求滿足

積極重回勞動市場的責任（李健鴻，2015）。
16  如 2001年的「永續就業希望工程」方案和「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即是為協助
921地震的受災戶和網絡經濟泡沫化所導致的失業勞工，所採取公共雇用與工作津貼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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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民進黨執政之後即開始重視家庭政策或是其他社會福利議題，

主要是因為在對抗國民黨體制的過程中，民進黨和有共同目標的女權

團體之間的關係相對較為友好（張靜倫，2000）。然而，在國家財政
能力受限的情況下，使得依賴稅收的家庭政策無法快速的發展，育

嬰留職津貼即是一例。民進黨執政之後，由於女權團體的倡議，2002
年即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在性平法的討論中，原先女權團體希

望將育嬰留職津貼納入，但是國家與企業反對。國家指出目前的財政

並不足以支應親職津貼；企業則認為會增加勞動成本而削弱競爭力

（Tsai, 2011）。為了盡快讓性平法通過，女權團體採取妥協的態度，
同意只有育嬰假，暫緩育嬰留職津貼，但同時將立法院未來應盡速立

法引進育嬰留職津貼入法。因此，性平法的通過並非是一種社會投資

的轉向，而僅是反映過去十幾年來女權運動對性別平等的重視。

而家庭政策的發展主要是來自於對於高齡少子化危機的意識。民

進黨政府在 2008年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中，即指出希望透過工作
─家庭平衡政策（work-life balance policy）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以及
健全兒童照顧體系，進而解決人口少子化問題（行政院，2008）。此
種看法隱含社會投資理念。首先，引進育嬰留職津貼，雖然社會投資

理念已被融入，但是國家財政能力被限縮的情況並沒有改變。因此

2009年通過育嬰留職津貼並非是以稅收支應，而是以就業保險所累
積的基金支應（Tsai, 2011）。其次，「人口政策白皮書」也指出應該
實施兒童津貼，因此，2011年內政部提出兒童津貼方案，同時也指
出此方案最大的困難是財源，因此希望有排富條款（黃志隆，2012：
352）。最後，於 2011年通過並且定名為「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
實施計畫」，具備排富條款 17。

17  補助條件限於 2歲以下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至少有一方因育兒需要而未能就
業，且其必須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戶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率未達 20%，同
時未領取因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保母托育費用。而每名兒童每月補



120　葉崇揚、 古允文
從生產性福利體制到社會投資福利國家： 

臺灣與韓國的比較

國家財稅能力的不足也體現於兒童照顧政策的市場化趨勢。基本

上，2000年以前，兒童照顧政策主要是依賴市場和家庭（王淑英、
張盈堃，2000）。同樣地，在女權團體與民進黨結盟的過程中，同時
也推動了兒童照顧政策的產生。2000年總統選舉中，民進黨所承諾
的「555安親照顧方案」即承載著女權團體對北歐普及式照顧服務的
想像（傅立葉、王兆慶，2011）。選後，民進黨政府即在 2001年建立
社區保母支持系統。但受限於國家財政能力，則是以「公私融合、

社區自治」的形式為基礎，而非國家直接提供保母托育服務（王舒

芸，2014；傅立葉、王兆慶，2011），且執行上，因為實際從事托育
照顧服務的保母人數過少，而無法實現公共化托育照顧。在 2006年
之後，女權團體希望進一步推動保母管理和費用補助制度，藉由普及

式的托育補助，達成兒童照顧公共化的目標；但是受限於國家財政能

力的限制，國家依然採取殘補式福利政策主張（傅立葉、王兆慶，

2011）。不過由於高齡少子化危機和女權團體持續推動下，政府依
然在 2008年開辦「保母托育管理和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18（傅立

葉、王兆慶，2011；黃志隆，2012）。雖然保母系統在 2001年時建立
時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去家庭化，但是 2011年之後，保母系統在實際
執行上卻是朝向去管制化的趨勢，特別是在 2012年育兒津貼以及親
屬保母實施之後，保母系統藉補助提升照顧品質和鼓勵就業的經濟誘

因效果遞減，使得保母系統呈現市場化（王舒芸，2014：76）。
簡單地說，2000年之後，當面臨經濟和人口危機時，使得國家

開始發展積極性社會政策，然而在制度結構遺緒和財政能力的限制下

助金而則分別為低收入戶 5,000元、中低收入戶 4,000元，綜所稅未達 20%之家戶為
2,500元。
18  計畫補助對象主要為受僱者家庭，父母（或監護人）雙方或單親一方因就業致無

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 2歲幼兒、需要送請保母人員照顧者。其中家庭總收入 150萬
元（含）以下之一般家庭，每位幼兒補助 3,000元；低收入家庭或家有未滿 2歲之發
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家庭，每位幼兒補助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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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法有效地擴張。而社會支出的結構也反映此一現象。表 2顯示
所得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再制度化，使得社會支出投注在「老年」（從

2000年的 4.06%成長到 2009年的 4.34%19）和「疾病與健康」都呈現

增加的趨勢（從 2000年的 2.99%增加到 2009年的 3.74%）。且未來
在逐漸高齡化的社會中，如無任何改革，預計年金支出將會逐漸升高

（陳琇惠，2015；黃泓智等，2014；魏吉漳、周瑞芝，2015）。積極
性社會政策支出的增加則是非常有限。2009年時，積極勞動市場政
策支出僅佔 GDP的 0.1%左右；而家庭政策方面則是佔 0.52%。而 I/
A比例僅降至 14.42，遠高於韓國。此一現象，在 2012年開辦未就業
津貼後，也無明顯改變 20。且未就業津貼實是對經濟弱勢家戶的就業

婦女投入照顧任務時的基本經濟支持，因此對一般家戶而言，兒童照

顧依然是家庭的責任（王舒芸，2014；黃志隆，2012）。換句話說，
未就業津貼體現照顧價值的經濟化而強化家庭的照顧責任，這與社會

投資價值背道而馳。

小結：民主化之後，在既有的沿著族群分化所建構的制度結構

中，政治行動者傾向建立與再制度化所得保障體系不僅做為解決舊社

會風險的政策工具，同時以爭取政治支持。但是，所得保障體系的制

度成熟壓縮國家的財政能力，同時也限制政治行動者福利改革的能

力。同時，在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之下，臺灣所採取的新自由主義策略

卻削弱了國家的稅收能力。在此一情況下，臺灣雖然開始意識到少子

化以及新社會風險的問題，卻無法將資源轉移到積極性社會政策。

19  2008年的在老年方面的支出遽增，主要是因為 2008年通過勞保年金化，使得當
時為了請領一次給付的勞工在當時大量退休。因此也造成在 2009年時在老年方面的
支出呈現下跌的趨勢。但是此一情況是因為短期制度變遷所造成的；就長期而言，

根據勞保局的精算報告以及學者的估算，未來年金支出將會逐年增加（陳琇惠，

2015；黃泓智等，2014；魏吉漳、周瑞芝，2015）。
20  因為在 2015年時，未就業津貼的支出也僅佔 GDP的 0.03%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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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韓國─從生產性到社會投資

民主化之前，企業主義的所得保障體系（Yi, 2007; 安周永，
2013），使韓國社會支出相對偏低，且多以社會救助為主（Shin, 
2003）。此一特色使其在面臨民主化與金融危機時，不僅有相對充裕
的財政資源投入積極性社會政策，也使政治行動者具有較為寬裕的改

革空間，進而使得韓國能夠逐漸降低其 I/A比例，邁向社會投資福利
國家，同時著重於所得保障和積極性社會政策（Hudson and Kühner, 
2012）。

一、壓縮現代性和制度遺緒─生產性福利國家（1986~1997）

民主化之前，韓國的所得保障體系，特別是年金體系，是建立在

企業主義的基礎上，公共年金體系僅提供給軍公教人員（Yeh, 2014a; 
Yi, 2007; 安周永，2013）。韓戰之後，韓國政府為了穩定勞動市場
情況，即在 1954年通過勞動基準法，其中有關退職金（retirement 
payment）的規定，即是規範企業必須提供退職金給予因退休或是失
業而離職的員工。因此企業所提供的退職金扮演著年金和失業給付

的功能（Phang, 2010）。不過除了勞基法的退職金之外，韓國在民主
化之前並沒有建立任何的公共年金體系給於民營企業勞工，而 1960
和 1970年代所建立的公共年金體系，皆是以軍公教人員為主（Shin, 
2003; Yi, 2007）。
韓國此種以企業主義為基礎的生產性福利體系，使其社會支出

結構是不同於臺灣，不僅社會支出比例是相對較低的，且集中於社

會救助體系上（Shin, 2003）。附錄圖 1顯示在 1972-1976年時，社會
支出僅占約 6%，但是社會救助體系的支出卻佔總體社會支出的 65%
左右，僅有約 30%是花在社會保險體系，其餘則是社會福利服務
（Shin, 2003: 93）。在 1977-1981年期間，社會支出的比例並沒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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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長，且依然有 55%左右的是花在社會救助體系上，同時社會保
險的支出上升到 40%，其餘為社會福利服務（Shin, 2003: 93）。
雖然韓國在民主化後也面臨壓縮現代性，使其必須同時解決新、

舊社會風險，但在此制度結構中，韓國不僅有較為餘裕的財政空

間，同時也未形成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捍衛其政策利益。首先，在經

歷民主化轉型時，當時全斗煥政府在 1985年的國會選舉得票率僅有
35.3%，面臨此一政治危機，全斗煥政府希望引進所得保障體系，期
望讓盧泰愚於 1986年總統大選中獲勝，因此即宣示要引進三個福利
政策：（1）普及式健康保險體系；（2）最低薪資法案；（3）實施國民
年金保險（Woo, 2004）。因此，1988年旋即實施國民年金保險 21。不

過國民年金保險的涵蓋範圍一開始相當有限，因此 1990年代之後，
則是逐漸將涵蓋範圍擴張（至自營作業者和農民等）。而除了國民年

金保險的建立之外，韓國也進一步將原本分立的健康保險體系統合成

為一普及式的健康保險制度（Peng and Wong, 2008; Wong, 2004）。
雖然民主化促使韓國福利國家開始逐漸地制度化，但是積極性

社會政策在 1997年經歷金融危機之前都未有顯著的發展。因 1990
年代初期經濟成長趨緩 22，韓國政府開始著手勞動市場彈性化與薪資

限制的改革，冀望藉此強化企業競爭力（Shin, 2003）。同時，1993
年金泳三政府開始執政之後，即積極希望能夠參與國際組織，特別

是 OECD，因而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使其符合 OECD的規範（Shin, 
2003; Woo, 2004）。因此，在 1993年上台時即開啟新經濟計劃（New 
Economic Plan），即希望藉此將以往以成長導向（growth-oriented）
的發展策略，重新導向以競爭導向（competitiveness-oriented）為
21  韓國國民年金保險規定，領取年金給付的資格在於至少繳交 20年的保費，所得替
代率為 70%。換句話說，1988年引進的國民年金體系，將會在 2008年時才會開始給
付年金給付。
22  1992年時，韓國的 GDP成長率從 8.4%降至 4.8%，同時其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則是因為薪資上漲而上升到 6.2%（Yi and Lee, 200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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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發展策略，因此更著重於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以及高附加價

值的產業（Yi and Lee, 2005）。為因應經濟自由化所帶來的負面效
應，金泳三政府於 1995年正式實施「就業保險法」（Employment 
Insurance Act），其中包括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23和「失業給付方案」

（Unemployment Benefits Programme）24。就業保險體系的實施代表著

其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制度化，同時也提供了面臨失業問題時的政策

工具。

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在面臨壓縮現代性時，民主
化的壓力使得韓國的政治行動者與採取類似臺灣的策略，建構所得保

障體系解決舊社會風險，並爭取政治支持。但是，韓國的制度結構遺

緒是以企業主義為主的生產福利體系上，因此即便民主化即建立各

項所得保障體系，社會支出的比例並沒有在 1990年代大幅增加，從
1990年的 2.8%到 2000年的 4.8%（見表 3）25；雖然老年的社會支出有

所增加，但其未成熟年金體系使社會支出增加比例相當有限。同一時

期韓國積極性社會政策並無顯著發展，因此 1995年時的 I/A比例高
達 31。那麼為何韓國在 1997年之後能逐漸發展積極性社會政策，使
I/A比例降到接近丹麥與瑞典的水準呢？兩個原因，分別是未成熟所
得保障體系（特別是年金體系）賦予韓國政府相對較為寬裕的財政空

間和改革能力、以及 1997年的金融危機使得韓國政府能夠進行福利

23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方案主要是由雇主支應，同時希望藉此能夠藉由補貼、津貼或

是就業訓練的方式，讓失業勞工重新返回勞動市場（Yi and Lee, 2005）。
24  其中包括三種主要方案，分別是「就業穩定方案」（Employment Stabilisation 
Programmes），主要包括像是補貼暫時休業、員工重新配置和相關訓練、創業、僱
用新員工、和適應訓練，以及對就業服務部門（包括像是就業資訊和職業諮詢）的

補貼；「就業能力發展方案」（Employability Development Programmes），則是主要以
職業訓練為主，包括教育與職業訓練補貼、失業者就業訓練補貼、職業訓練機構補

貼、和就業訓練津貼等。前面兩類方案主要是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最後一種方案則

是「失業給付方案」，包括尋職津貼和就業鼓勵津貼。
25  或見附圖 1。在 1988-1996年維持在 10-11%之間，韓國的總社會支出依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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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並將社會支出轉往積極性社會政策。

表 3　韓國社會支出結構（占 GDP的比例）（1990-2011）（單位：%）
Year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老年 0.6 1.1 1.3 1 1 1.1 1.4 1.5 1.6 1.6 1.9 2.1 2.1 2.1 2.4

遺族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3 0.3 0.3 0.3 0.3 0.2

身心障礙 0.3 0.4 0.4 0.4 0.4 0.5 0.5 0.5 0.6 0.6 0.6 0.6 0.5 0.5 0.5

疾病與健康 1.5 1.4 2.1 2.7 2.6 2.7 2.7 2.9 3.3 3.4 3.5 3.9 4 4 4.1

失業 -- -- 0.1 0.1 0.1 0.1 0.2 0.2 0.2 0.3 0.3 0.4 0.3 0.3 0.3

家庭政策 0 0.1 0.1 0.1 0.1 0.2 0.2 0.3 0.6 0.5 0.7 0.8 0.8 0.9 1.2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0 0 0.4 0.2 0.2 0.1 0.1 0.1 0.1 0.1 0.3 0.5 0.3 0.3 0.3

其他 0.2 0.1 0.3 0.4 0.4 0.4 0.7 0.7 0.8 0.8 0.7 0.8 0.7 0.6 0.7

總和 2.8 3.3 4.9 5.1 5 5.3 6 6.4 7.4 7.6 8.3 9.4 9 9 9.7

資料來源：OECD（2016）。

二、危機後的再生─邁向社會投資（1998∼至今）

韓國轉向社會投資國家的關鍵轉折點是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
機。不同於臺灣，韓國在金融危機中受創嚴重，因此必須依賴國際組

織的紓困，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供紓困
的條件即是要求韓國必須進一步自由化（包括金融體系和勞動市場）

及削減年金體系以避免人口老化所帶來的財政危機。因此 1999年的
年金改革將國民年金的所得替代率削減至 60%，爾後 2007年的年金
改革更進一步將其削減至 40%（Joo, 2010; Woo, 2004）。未成熟的體
系並無形成結構化的利益團體，使其制度改革相對較為容易（Myles 
and Pierson, 2001），這不僅使得國家的財政空間更為寬裕，同時讓政
治人物可以、也必須透過擴張積極性社會政策作為爭取選票的政策

（Bonoli, 2012）。擴張積極性社會政策的政治策略也成為韓國在金融
危機之後的主要策略。

而金融危機也使得第一位左派的總統候選人─金大中，贏得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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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選舉（Shin, 2003），而其主要的政策方向即是擴張積極性社會政
策（Woo, 2004; Yi and Lee, 2005）。金大中政府為了解決過去過度重
視以財閥（chaebol）為基礎的策略，提出「生產性福利」（Productive 
Welfare）的概念，強調「福利是透過工作取得的」（welfare through 
work），而將以往側重於重分配的福利體系導向具有投資性效果的福
利體系（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Korea, 2000）。在此一先
決條件下，如何確保工作的基本權利就成為其主要的政策內涵，包

括促進失業者重新回到勞動市場以及創造就業給予邊緣人口群（如

女性），即成為生產性福利的政策核心。前者，金大中政府擴大就業

保險體系涵蓋範圍，同時加強領取失業給付和尋找工作的責任以及

強化公共就業服務和職業訓練體系；此外，2000年時，將傳統的社
會救助體系改為「國家最低生活水準保障」（National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Guarantee），除了取消以往社會救助的年齡限制 26之外，也

將工作福利的概念納入其中（Yi and Lee, 2005）。後者，則是逐漸地
擴展家庭政策，包括三個月的生育假、12個月的親職假和稅收支應
的兒童照顧政策（主要給於低所得家庭）。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金大

中所提出來的生產性福利是建立在競爭市場的基礎上（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Korea, 2000），因此在企業不願意增加額外的生
產成本以及缺乏相關業者支持的前提下，兒童和長期照顧政策是以

市場導向為主，國家角色相當有限（Fleckenstein and Lee, 2014, 2017; 
Peng, 2011; Song, 2012）。
綜觀而言，金大中的生產性福利是建立在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的理念基礎上，所強調的是如何強化工作與福利之間的連結，
以促使個人回到勞動市場進而最大化個人與家庭福祉，同時促進經

濟成長。因此其家庭政策範疇亦是以市場機制為主，以強化競爭市

26  以往社會救助體系規範 18-64歲的有工作能力的人口群是完全被排除於社會救助
體系之外（Yi and Le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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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原則和運作（Giddens, 1998）。表 3也顯示 1997-2003年之間，
積極性社會政策的支出比例依然相當有限，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支

出僅在 2000年時有急遽增加的現象；而市場導向的兒童照顧政策也
反映在其支出比例上，以家庭為主的社會支出比例依然偏低（約僅

占 GDP的 0.1%）。但是，就如同西方福利國家的改革歷程一般開始
逐漸地從強調競爭市場與福利之間的連結的第三條路轉向強調社會政

策投資性格的社會投資福利國家（Hemerijck, 2013; Morel et al., 2012a, 
2012b），韓國也踏上此一路徑。
而此一對積極性社會政策的重視，在盧武鉉總統的任期中（2003-

2007）被進一步實現。2003年盧武鉉上台之後，在面臨低經濟成
長、低生育率、高失業率和人口老化等多重問題時，隨即成立數個

總統委員會進行政策規劃 27，而提出「2030 Vision」（Korea IT Times, 
2006; OECD, 2006）。「2030 Vision」主要是由企劃預算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Budget）28所主導，因此特別強調有助於促進市場競爭

的生產性福利（market-friendly productive welfare）（Peng, 2009）。但
是，企劃預算部在政策制定上具有跨部會的性質，因此依然需要其他

部門的合作與共識，如衛生福利部和性別平等與家庭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2030 Vision」顯示對社會融合與社會公
平的重視，也是嘗試對傳統生產主義的修正（Choi et al., 2015; Peng, 
2009）。「2030 Vision」的政策企圖即是架構在社會投資理念上。韓
國衛福部部長─柳時敏於 2007年時在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n 

27  其中，有兩個委員會是針對社會問題的部分，分別是「少子化和人口老化政策委

員會」（the Committee in Low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Aging Policy）和「社會融合委員
會」（the Committee on Social Inclusion）。前者主要是針對人口老化以及少子化的問
題；後者則是針對貧窮和社會歧視為主。
28  企劃預算部，主要是以前的經濟企劃廳（the Economic Planning Board）和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合併而成，經濟企劃廳則是以前韓國主要的主導其發展策略
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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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的演講即提及盧武鉉政府的政策核心是以社會投資為
主：「衛生福利部決定走向典範轉移：鼓勵所有公民自我發展，特別

是那些弱勢人口群，並且提供同等的機會⋯⋯。傳統福利的理念不是

這就是那的二分法。因此，往往是成長或分配，發展或福利。然而，

我們認為國家投資於個人身上應該要能擴展到促使每個人發展其能力

和確保每個人可以獲得同等的機會，而這是可以透過設計一個經濟

成長和社會政策互補的體系所達成。我們的優先性是對人力資本的

投資，特別是兒童和老人，對健康和退休後的投資。」29（Rhyu, 2007: 
2-3）換句話說，盧武鉉政府希望強調人力資本與社會政策的投資與
經濟成長之間能夠形成正向的循環 30。

以社會投資觀點為指導原則的「2030 Vision」特別強調兒童與老
人照顧做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引擎，同時也是因為各部會認為兒童照顧

可以同時解決低生育率、人口老化和女性就業的問題（Fleckenstein 
and Lee, 2014; Peng, 2011），因此家庭與照顧政策開始大幅擴張。關
於老人照顧政策，則是 2008年時引進長期照顧保險，包括現金給付
和照顧服務 31。在國家兒童照顧策略（Nationalist Childcare Strategy）
中，盧武鉉政府將兒童照顧中心增加兩倍，同時引進不同的兒童照顧

給付─基本補貼（basic subsidy）32、規定超過三百位女性員工或是五百

29  而柳時敏部長也在不同的場合表達其對社會投資政策的重視，在一篇有關韓國社

會政策發展的文章中，他就有提到：「韓國政府承諾透過社會投資政策的實施，以帶

給韓國人民一個美好的未來」（Choi et al., 2015: 4）。
30  「2030 Vision」所設定的目標為將國民所得在 2030年時提高至 49,000美元，同
時將社會支出佔 GDP的比例從 2007年的 8.6%提高到 2030年的 21%（Peng, 2011: 
100）。
31  在開辦長期照顧保險前，老人照顧服務主要是由養護機構或是短期的照顧中心所

提供，但是其服務供給的涵蓋率大概約略少於全部老人人口的 1%。在 2008年開辦
長期照顧保險之後，有約略 5%的老人人口可以領取到相關的給付或是服務（Choi et 
al., 2015）。
32  主要是讓兩歲以下的私人的幼兒照顧費用一半由國家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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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員工的企業必須建立托育中心、親職假的給付增加且申領也更為彈

性以及引進許多促進女性就業的津貼（Fleckenstein and Lee, 2014）。
值得注意的是，金大中與盧武鉉政府都沒有將資源大量投注於兒童津

貼上，而是著重於兒童照顧政策以及親職假。

在連續兩任左翼政府執政之後，韓國對積極性社會政策的重視並

沒有因為連續兩任保守政府執政有所改變，甚至更強化此趨勢（Choi 
et al., 2015）。李明博（2008-2013）在 2008年執政之後，隨即引進家
庭照顧津貼（homecare allowance）33；其次，將均一給付的親職津貼改

變為所得相關的體系（所得替代率為 40%），但是不得超過每人每月
10萬韓元，等於之前給付水準的兩倍。在服務方面也體現社會投資
理念，李明博政府希望透過社會服務作為就業創造的動能 34，因此逐

漸擴張兒童照顧的範圍以及其品質。在 2012年時，不論家庭收入，
0-2歲和 5歲的兒童都可以獲得免費的兒童照顧服務。同樣地，朴槿
惠政府（2013~至今）則是持續擴張積極性社會政策。韓國衛福部在
2013年所提出的政策方向，即是透過擴張積極性社會政策作為回應
少子化的問題（Peng, 2014），包括免費的兒童照顧服務則是擴張到
3-4歲的兒童；引進相關課程以增加兒童照顧服務的品質；家庭照顧
津貼擴展成為所有學齡前兒童都可領取，不論家庭收入，且 1歲以下
的兒童可以獲得雙倍的給付（Fleckenstein and Lee, 2017）。結果即是
投注在家庭政策的支出，幾乎呈倍數成長，2007年時僅為 0.5%，但
33  這主要是給於低收入家庭，且家中有 2歲以下的兒童，同時沒有使用家庭外的兒
童照顧服務。
34  韓國勞動部在 2009年的就業保險白皮書中就指出：「創造社會服務的工作可以促
進我們的經濟成長潛力，可以協助那些非勞動力的人口群，包括家庭主婦和老人，

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生產人口。特別是提供社會服務，如兒童照顧、家務工作和醫務

照顧，可以協助讓女性從家務工作解放，進而增加就業率。這個創造社會服務工作

機會的計畫，不只在於創造工作機會給於弱勢的勞工⋯⋯同時也能夠藉由在短期內

提供社會服務，讓購買力相對較弱的中下階層的人口群獲得社會服務。」（Ministry of 
Labour, Republic of Kore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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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12年時更增加為 1.2%（遠高於臺灣的 0.4%）。
李明博與朴槿惠兩任保守政府對積極性社會政策的重視，代表著

韓國的社會投資轉向。1990年中期時保守黨依然傾向維持傳統家庭
與性別角色的態度，但是兩任左翼政府開始著重積極性社會政策之

後，迫使保守黨必須提出相對應的政策，以爭取女性、青少年以及其

他弱勢人口群的支持，因此保守黨在重新執政之後開始著重積極性社

會政策（Fleckenstein and Lee, 2017）。同時，此一社會投資轉向是建
立在其尚未成熟的所得保障體系，使得韓國政府能夠開展積極性社會

政策。

民主化後才建立的所得保障體系，不僅尚未形成政策的既得利益

者而削弱政治行動者進行福利改革的能力，同時也使得國家有較為

餘裕的財政能力。而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作為一個關鍵的轉折
點，不僅使得左翼的金大中獲得勝選，同時也讓政治行動者可以有效

地削減所得保障體系的給付水準，同時讓政治行動者開始著重於積極

性社會政策作為解決新社會風險以爭取政治支持和選票的政策工具。

因此，即便在 2007年開辦接近普及式的基礎年金體系，且是以稅收
為財務來源，其 I/A比例也是逐漸下降，目前已經接近社會投資典範
國家—丹麥和瑞典的水準。韓國已成為同時著重所得保障和積極性社

會政策的福利國家（Hudson and Kühner, 2012）。

伍、結論

本文嘗試比較兩個發展程度類似且都被視作是東亞生產性福利體

制的臺灣與韓國，解釋為何在民主化後韓國為何能夠相對順利且快速

地進行社會投資的轉型，而臺灣為何不行。在理論架構上，藉由反省

Bonoli（2007, 2013）以「後工業化時間」說明福利國家必須進行社
會投資轉型以解決新社會風險以及解釋為何越早後工業化的國家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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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進行社會投資轉型，本文嘗試將「壓縮現代性」、「制度結構遺緒」

與「偶發性事件」納入分析架構中。

基於此一理論架構，本文透過比較歷史分析發現臺灣與韓國在面

臨壓縮現代性結構需求時，民主化壓力讓政治行動者嘗試建立和再制

度化所得保障體系以解決舊社會風險，並爭取政治支持。然而，兩

者在建立積極性社會政策體系時，在不同的制度結構遺緒的限制下有

著不同的步調。臺灣的公共年金體系建立較早，再加上民主化之後所

得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再制度化，使國家社會支出多投注於所得保障體

系上；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競爭策略進一步限縮國財稅能力，因此政

治行動者的改革與國家財稅能力被嚴重限縮。在此雙重限制下，使政

治行動者在面臨新社會風險時無法有效地將社會支出導引至積極性社

會政策。韓國雖然在民主化後隨即建立與再制度化所得保障體系，但

是由於制度未成熟，使得國家財政能力相對寬裕。在此制度結構中，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開啟社會投資轉型的機會之窗，使得韓國政
治行動者不僅能夠利用積極性社會政策回應經濟與人口轉型過程中

所產生之新社會風險，也藉此作為爭取女性、青少年和其他弱勢族

群的支持的政治策略。因此可以看到韓國積極性社會政策支出是相

對較高，結果即是韓國目前是逐漸朝向「生產性（productive）─保
障性（protective）」並重的方向，而臺灣則是著重於保障性社會政策
（Hudson and Kühner, 2012）。
表 4概略性地呈現臺灣與韓國在福利國家轉型過程中的相同性與

差異性以及最後的制度結果，藉由比較，可以進一步精緻化既有的理

論。Bonoli（2007）強調後工業化時間對於解釋歐洲福利國家社會投
資轉型，主要在於著重各國在不同的時間點上面對結構性需求改變時

有不同的回應方式，但是他忽略了福利國家回應方式是行動者策略互

動過程的結果。因此本文以東亞後進福利國家的「壓縮現代性」重新

理解行動者的政治邏輯與策略，同時將「制度遺緒」帶回以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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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韓國，理解行動者的改革與財政能力有何差異以及如何影響福

利改革，最後則是透過「偶發事件」理解與解釋制度改革的機會之窗

是如何開啟，以及行動者的偏好與策略是如何再被形塑。換句話說，

Bonoli的觀點是功能論解釋的「結構性需求→制度結果」；而本文嘗
試將政治過程納入而形成「結構性需求→政治過程→制度結果」，並

且利用制度結構遺緒以及偶發性事件解釋政治過程的跨國差異，進而

解釋不同的制度結果，藉此不僅避免功能論的解釋，同時也可以讓解

釋社會投資轉型的跨國差異的解釋變項從後工業化時間轉變為「制度

遺緒」（以及「偶發性事件」）。

表 4　比較臺灣與韓國從生產性到社會投資福利國家的轉型

臺灣 韓國

結構性需求 壓縮現代性：舊社會風險、新社

會風險以及高齡少子化

壓縮現代性：舊社會風險、新社

會風險以及高齡少子化

政治壓力 民主化 民主化

第一階段 1986~2000 1986~1997
制度結構遺緒 以國家為主要供給者的職業分立

所得保障體系：族群的分化與部

分人口群缺乏所得保障。

以企業主義為基礎的所得保障體

系：大多數的人口群缺乏所得保

障。

外部環境（或

偶發性事件）

經濟自由化：開始意識到經濟自

由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果，但並未

造成體制的嚴峻挑戰。

經濟自由化：包括加入國際組織

所造成的勞動市場與金融體系的

自由化，但未造成體制的嚴峻挑

戰。

制度結果 所得保障體系建立與再制度化：

稅收制年金政策的建立和全民健

康保險。

所得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再制度

化：國民年金、就業保險和普及

式健康保險。

第二階段 2000~至今 1997~至今
制度結構遺緒 再制度化的公共所得保障體系：

被限縮的國家財政能力以及行動

者改革能力。

初生的所得保障體系：寬裕的國

家財政能力以及行動者改革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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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韓國

偶發性事件 歷次經濟危機和 921地震雖促成
政治行動者著重積極性社會政

策，但是皆未形成挑戰體制的嚴

峻危機。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挑戰韓
國既有的福利與生產體制，並導

致左翼金大中政府以及福利改革

的壓力。

制度結果 因高齡少子化導致政治行動者更

為著重於家庭政策，但是受限於

制度結構而無法有效將社會支出

引導至積極性社會政策。福利體

系依然著重於所得保障政策。

因高齡少子化以及 1997年金融
風暴，開始著重於積極性社會政

策，並且 1997年的金融風暴賦
予行動者改革的空間與能力，因

此能將社會支出引導至積極性社

會政策。福利體系同時著重於所

得保障和積極性社會政策。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希望能夠在理論上反省歐洲福利國家的社會投

資轉型經驗，但未來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是臺灣與韓國福利國家會邁

向何處。分析臺灣與韓國的社會支出結構，可發現兩者並不如過去

想像般的那麼類似，且差異在 1997年之後逐漸地擴張（Hudson and 
Hwang, 2013）。既有研究多指出受限於過去福利體制結構的影響，各
國在面臨社會投資轉型時，會有不同的路徑以及制度結果（Deeming 
and Smyth, 2015; Morel et al., 2012b），因此當臺灣與韓國的制度結構
有所差異時，那麼未來的研究問題即會涉及到社會投資轉型是會邁

向北歐社會民主式的社會投資模式、還是自由主義式的社會投資模

式（Deeming and Smyth, 2015）35，本文並未觸及此問題前沿。目前而

言，韓國社會支出結構與自由主義國家類似，部分原因是韓國社會政

35  北歐社會民主式的社會投資模式，強調國家主要的福利供給者，而同時著重於

所得保障和積極性社會政策，並重視人力資本累積對社會投資的重要性，如丹麥和

瑞典，也是本文對社會投資國家上的定義。自由主義式的社會投資模式，強調社

會投資政策可以透過市場機制加以達成，因此不論是所得保障或是積極性社會政

策，國家傾向透過公私合作，同時強調市場誘因，達成積極性目的，如英國和澳洲

（Deeming and Smy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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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體系依然處於正在發展的階段。而臺灣的轉型路徑則與保守主義福

利國家類似，社會支出依然著重於所得保障體系。不過韓國和臺灣社

會政策體系都還處於發展階段，未來都有可能會關鍵轉折點改變其體

制結構。因此這將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議題，因為此議題所涉及的不僅

是理論觀點上的辯證，同時也涉及到政策學習。

最後，政策上，民進黨贏得 2016年的總統大選，且從目前所知
的各項政見中，可以得知民進黨政府對臺灣社會政策體系的想像是以

社會投資典範為核心，並期待能夠逐漸地邁向北歐普及式的福利體

系。但是有兩個問題存在。第一，社會投資政策即是因應社會問題複

雜化而興起的，因此往往必須依賴社政與勞政和其他部門之間的整合

（Heidenreich and Rice, 2016）。但是目前臺灣衛生福利部與勞動部是
分立的，就實證上，兩者在積極性社會政策實施上也存在整合的問題

（古允文等，2016）。這一點其實不利於未來社會投資政策的實施與
整合。第二，北歐社會投資福利國家是建立在充沛的稅收基礎之上，

然而臺灣目前的稅收基礎受限於以稅收優惠促進外貿的發展策略以及

新自由主義式的小政府意識型態，國家稅收基礎與北歐國家有所不

同。因此未來可能必須思考如何強化臺灣的稅收基礎以及改變小政府

的意識型態，以作為實施北歐式社會投資政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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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臺灣與韓國的社會支出比較 （社會支出／總政府支出）

資料來源：Yeh (2014a)。

附表 1　稅賦負擔率（不包含社會安全捐）

中華民國 德國 日本 南韓 荷蘭 瑞典 美國

1980 19.2 23.9 17.5 16.8 24.9 31.2 19.9
1985 15.9 22.9 18.6 15.5 22.2 33.6 18.4
1990 19.9 21.8 21 16.9 25.2 36 19.3
1995 17.5 22.1 17.6 16.8 22.6 33 19.7
2000 12.6 22.1 17.3 17.9 22.5 36.1 21.5
2005 13 20.4 17.2 17.8 23.8 34.1 19.5
2010 11.5 21.3 16.2 17.9 23 32.3 17
2011 12.3 21.9 16.7 18.4 22.1 32.6 18.1
2012 12.2 22.5 17.2 18.7 21.4 32.4 18.6
2013 12 22.6 17.9 17.9 21.7 32.9 19.3
2014 12.3 22.1 -- 18 -- 32.8 19.8

資料來源：財政部（2015）。

台灣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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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roductivist Welfare States to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Comparing 

Taiwan and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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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are the social investment turns in two 
Productivist welfare states, Taiwan and (South) Korea, with a similar 
economic level, to illustrate why Korea could and Taiwan could not 
transform welfare system into social investment states. In contrast Bonoli’s 
perspective, we argue that compressed modernity, institutional legacies 
and contingenci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lthough Taiwan and 
Korea both faced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prioritised traditional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to deal with old social risks and vie for political 
supports, they have different speeds and paths of social investment turn 
due to different national institutional legacies. In Taiwan, the state’s 
capacities of finance and reform were severely constrained by its 
institutional legacies. Therefore, political actors could not channel social 
expenditure from protective social policies into active soci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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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ntrast, Korea’s immature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not only led to higher financial capacity but also 
provided opportunities which helped political actors to introduce active 
social policies to deal with new social risks and vie for political supports 
from female and other vulnerable groups. As a result, Korea has been 
transforming towards Productive-Protective welfare state, but Taiwan still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protective social policies. 

Keywords: Taiwan, (South) Korea, 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 social 
investment, institutional legacies


